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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 

协调度及空间格局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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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191） 

【摘 要】：文章以 9个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复合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动态测度 2012—2018 年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以

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国家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生态环境指数评分具有一

定的区域差异，但并不明显；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步向协调阶段迈进的态势，研究期末除重庆处于过渡阶段外，其

他城市全部进入协调发展阶段，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弱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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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以提升发展质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持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生态文明建

设背景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是事关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大命题。城市群城镇化的推进将步入以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为主体的阶段，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增长极和动力源，还要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和谐统一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探讨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有效测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对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评价由定性研究[1-2]逐渐步入定量化阶段[3-4]。国内相关研究起步

晚于国外，这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相匹配，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出发，对城市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大量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标选取和评价体系构建，从高质量发展[5]、生态文明建设[6]等视角，根据

中国实际和发展阶段，确定评价原则、标准和指标；二是用不同模型框架分析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常用的包括熵

值法、因子分析、VAR模型、引力模型等[7-9]；三是以某一区域为测评对象，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在耦合类型判定、分析视角、驱动因素判别、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探讨[10-12]。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区域城市发展

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测度和研究，且以某一年度的截面数据为主，跨区域动态定量研究相对匮乏，以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

象的定量研究成果有待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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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以 9 个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复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

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动态测度新时代以来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指数。最

后，对 2012—2018年各项测评结果的发展变化和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比较分析和系统总结，为国家制定重大区域政策，充分发挥

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提升治理效能提供科学依据和可循样本。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9 个国家中心城市，包括东部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中部城市：武汉、郑州，西部城市：重

庆、西安、成都，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3—2019 年各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以及政府部门公开的数据。不同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尽相同，在整体测评分析过程中不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以确保数据的同趋化，改变产生负面效益的逆向指标，因此，本文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公式如下： 

当 X为产生正面效益的正向指标时： 

 

当 X为产生负面效益的逆向指标时： 

 

式中：X表示指标的初始数值，X′表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可加权变量，Xmax、Xmin分别表示指标中的最大值、最小值。 

1.2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应能反映出城镇化过程中每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生态环境状况。按照评价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客观性、代表性、

预见性、易操作性等原则，结合国家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从人口城镇化、经济

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5个方面选取 17个指标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根据 PSR模型
[13]，从生态环境禀赋、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保护 3个方面选取 11个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高质量发展系统 人口城镇化 

人口密度/(人/km2) 正向 0.1008 

城镇化率/% 正向 0.0354 

三产就业人数占比/% 正向 0.0606 

就业率/% 正向 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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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城镇化 

经济密度/(万元/km2) 正向 0.1074 

人均 GDP/元 正向 0.0487 

三产占比/% 正向 0.0622 

GDP增速/% 正向 0.0338 

社会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0.0772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张 正向 0.0734 

万人拥有公共车辆/台 正向 0.0529 

教育经费占比/% 正向 0.0458 

空间城镇化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 正向 0.0638 

建成区占比/% 正向 0.0854 

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m
2
 正向 0.0833 

城乡一体化 

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1) 负向 0.0274 

人均消费之比(农村=1) 负向 0.0169 

生态环境系统 

生态环境禀赋 

城市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84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正向 0.0697 

人均水资源量/吨 正向 0.1540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正向 0.2288 

人均国土面积/m2 正向 0.1819 

生态环境压力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吨 负向 0.0707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负向 0.0505 

万元 GDP能耗/(吨/万元) 负向 0.0360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0.0424 

城市污水处理率/% 正向 0.034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0.0472 

 

1.3熵值法 

根据指标体系中权重确定方式的不同，评价方法可分为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主观赋值法是指指标权重由相关领域专

家或科研团队根据经验、专业知识等方式主观判断得到。客观赋值法是在原始数值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处理方法得到权重值，

其结果取决于客观数据，因此不受主观影响。本文采取客观赋值法——熵值法来确定各个变量在整个系统中的权重。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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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截面数据为分析样本，为了实现动态测评的研究需要，本文加入时间变量形成面板数据，两个系统评价得分计算过程如下： 

(1)指标释义。 

Xrij为第 r年城市 i的第 j个指标数值，其中 r=1,2,…,q；i=1,2,…,n；j=1,2,…,m。 

(2)权重确定。 

首先，运用极值法标准化数据计算权重值 Prij： 

 

其次，计算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 Hj： 

 

式中：k为调节系数，k=1/lnqn。 

再次，计算第 j个指标的冗余度 hj： 

 

最后，计算指标权重 wj： 

 

综上，某项指标的熵值可以用来衡量自身的离散程度，并最终决定指标的权重大小。 

(3)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利用熵值法计算权重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数表达式为： 

 

式中：U1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U2 为生态环境发展指数， 为利用极值法处理的标准化指标值，wj 为通过熵值法确定的

各个指标变量在各自系统中的权重(已列示于表 1 中)，通过两个系统对应指标的加权求和获得评价得分。该方法完全依靠指标

数值本身在整个系统中的权重，计算得到的评价指数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各个指标的数据信息，能够最大程度保证结果的客观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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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耦合协调度指数 

本文根据物理学相关理论建立耦合协调度指数，分析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以及由无序

走向有序过程中良性互动的大小。其中，耦合度衡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相互影响和交互发展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反映了其

中的正向反馈。 

 

式中：C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值域为[0,1]，C 由 0 到 1 的过程表示两个系统影响相互增强的

过程，当 0<C≤0.3 时，表示系统间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当 0.3<C≤0.5 时，表示系统间为拮抗阶段；当 0.5<C≤0.8 时，表示

系统间为磨合阶段；当 0.8<C≤1 时，表示系统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
[14]
。T 为两个系统的协调度，即综合发展水平和协同效应；

α和β为待定系数，鉴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对城镇化进程均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5-16]，设定

α=β=0.5。D 为耦合协调度指数，通过数学推导可以发现，D 的值域为[0,1]，D 值越接近于 1，说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越

高，二者处于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状态，根据指数大小，耦合协调度可分为 3个发展阶段共 10个类型[17]，如表 2所示。 

表 2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阶段、特征 

耦合协调度 发展类型 发展阶段 发展特征 

0≤D＜0.1 极度失调 

失调阶段 

U1-U2＞0.1，生态环境系统滞后型；-0.1≤U1-U2≤0.1， 

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同步型； 

U1-U2＜-0.1，高质量发展系统滞后型 

0.1≤D＜0.2 严重失调 

0.2≤D＜0.3 中度失调 

0.3≤D＜0.4 轻度失调 

0.4≤D＜0.5 濒临失调 

过渡阶段 

0.5≤D＜0.6 勉强耦合协调 

0.6≤D＜0.7 初级耦合协调 

协调发展阶段 

0.7≤D＜0.8 中级耦合协调 

0.8≤D＜0.9 良好耦合协调 

0.9≤D≤1.0 优质耦合协调 

 

2 实证结果分析 

2.1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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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7)，对 9 个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 2012—2018 年 5 个子系统 17 个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U1(表 3)。 

表 3 2012—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 U1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北京 0.4238 0.4443 0.4683 0.4774 0.4938 0.5236 0.5437 

天津 0.3882 0.4148 0.4184 0.4292 0.4280 0.4407 0.4350 

上海 0.5244 0.5300 0.5625 0.5771 0.6081 0.6350 0.6941 

广州 0.5457 0.5887 0.5809 0.6393 0.6633 0.7050 0.6963 

武汉 0.3482 0.3512 0.3744 0.3903 0.4135 0.4667 0.4848 

郑州 0.2881 0.2969 0.3207 0.3550 0.3752 0.4300 0.4648 

重庆 0.1386 0.1627 0.1712 0.1921 0.2093 0.2333 0.2514 

西安 0.3166 0.3375 0.3373 0.3668 0.3808 0.4017 0.4249 

成都 0.3183 0.3236 0.3377 0.3518 0.3628 0.3955 0.4247 

 

从高质量发展指数来看，东、中、西部区域特征明显，东部城市作为率先发展地区，整体优势突出，各中心城市所处城市

群成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其中，广州地区研究期间高质量发展指数一直保持领先。中部地区武汉、郑州发

展态势强劲，郑州评分由期初的第 8 位上升为第 5 位，赶超西部城市西安、成都和东部城市天津。西部地区分为两个梯队，重

庆在全部国家中心城市的评分最低，同时与西安和成都差距明显，但发展速度不容小觑。 

为进一步明确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发展短板，对 2018年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内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5 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分析，如图 1 所示。结果显示：各城市在城乡一体化方

面存在明显的短板，而在人口、经济、社会、空间方面的发展水平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人口指数反映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

和聚集的程度以及就业情况，评分较高的为上海、北京，评分较低的为重庆、成都。经济指数反映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结

构，评分较高的为上海、广州，评分较低的为重庆、西安。社会指数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状况，评分较高的为广州、

郑州，评分较低为天津、重庆。空间指数反映城镇空间扩张程度和土地利用情况，评分较高的为广州、上海，评分较低的为重

庆、郑州。城乡一体化指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协调发展情况，各个城市在该指数方面的评分均较低，明显落后于其他

各子系统。 



 

 7 

 

图 1 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内各子系统指数 

2.2生态环境发展综合评价 

根据式(1)～(7)，对 9 个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 2012—2018 年 3 个子系统 11 个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城

市生态环境指数 U2(表 4)。 

表 4 2012—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指数 U2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北京 0.4144 0.4367 0.4590 0.4679 0.4845 0.4834 0.4848 

天津 0.3112 0.3042 0.2977 0.3288 0.3404 0.3557 0.3626 

上海 0.2208 0.2471 0.2691 0.2757 0.3154 0.3388 0.3539 

广州 0.3817 0.3969 0.4391 0.4577 0.4717 0.4788 0.5221 

武汉 0.3315 0.3845 0.4044 0.4134 0.4445 0.4597 0.4553 

郑州 0.2579 0.2652 0.3010 0.3104 0.3925 0.4146 0.4197 

重庆 0.6387 0.6517 0.6429 0.6441 0.6821 0.6877 0.6822 

西安 0.3603 0.3801 0.4025 0.4396 0.4518 0.4757 0.4252 

成都 0.4276 0.4327 0.4225 0.4347 0.4681 0.4732 0.4625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与高质量发展指数不同，并未表现出很强的区域特征，生态环境指数一定程度上

甚至出现与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相反的特征：重庆在高质量发展系统中与其他中心城市差距明显，而在生态环境系统却表现亮

眼，研究期间一直稳居首位，考虑到指标多以人均、占比等反映质量的选取原则，重庆丰富的资源禀赋给予了其更大的发展空

间。在高质量发展系统仅次于广州排名第二的上海，却在生态环境方面排在最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导致生

态环境的制约效果逐渐显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了生态环境系统均衡发展，这也将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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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体协调发展提供样本。 

从生态环境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对整体指数的影响情况来看，选取 2018年各城市生态环境指数构成要素禀赋、压力、保护指

数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结果显示：各城市生态环境各子系统的排名具有相似的排序特征，除武汉外，其他城市的

禀赋指数>压力指数>保护指数，其中，禀赋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压力指数、保护指数差别不大。禀赋指数反映一个地

区生态环境和各类资源的人均水平，评分较高的为重庆、广州，评分较低的为上海、天津。压力指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

成本和能耗情况，该系统各指标为负向指标，评分越高代表生态环境承压越大，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评分较

高的为北京和西安，评分较低的为天津和武汉。保护指数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评分较高的为武汉和上海，评分较低的为

西安和重庆。 

 

图 2 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内各子系统指数评分 

2.3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式(8)，对 2012—2018 年 9 个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进行测评，如表 5 所示。由表 5

的结果可以看出，除上海、重庆外的其他 7 个城市在研究期间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耦合度，说明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

的协同效应一直处于强影响阶段，保持有序的互动关系。上海两系统间的耦合度在 2012—2018年持续且缓慢上升，表明两系统

间的协同效应在逐步增强，但受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滞后影响，整体耦合度提升速度受限，由磨合阶段向高水平耦合转变进展较

慢。重庆两系统间的耦合度正经历由拮抗阶段向磨合阶段转变，与高水平耦合发展差距明显，但耦合度的提升速度较快，良好

的生态环境禀赋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表 5 2012—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北京 0.9997 0.9999 0.9998 0.9998 0.9998 0.9968 0.9935 

天津 0.9759 0.9532 0.9440 0.9653 0.9742 0.9773 0.9836 

上海 0.6955 0.7525 0.7666 0.7659 0.8092 0.8236 0.8004 

广州 0.9384 0.9257 0.9617 0.9459 0.9438 0.9283 0.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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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0.9988 0.9959 0.9970 0.9983 0.9974 0.9999 0.9980 

郑州 0.9939 0.9936 0.9980 0.9911 0.9990 0.9993 0.9948 

重庆 0.3434 0.4089 0.4411 0.5009 0.5164 0.5724 0.6194 

西安 0.9917 0.9929 0.9845 0.9838 0.9855 0.9858 0.9999 

成都 0.9575 0.9588 0.9753 0.9779 0.9681 0.9841 0.9964 

 

通过表 3、表 4、表 5的数据计算 9个国家中心城市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结合其分类标准，绘制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变化趋势图(图 3)。首先，从评价得分上看，2012—2018年，9个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

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各城市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提升趋势，所有城市较期初均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二是提升速度与期初耦合协调度密切相关，期初指数值越低，提升速度越快。三是区域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研究期

初，东部城市优势相对明显，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0.6，中部城市为 0.55，西部城市为 0.51；研究期末，东、中、西部城市平均

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69、0.67、0.62。 

 

图 3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变化趋势图 

其次，从发展类型上看，研究期内，除重庆外，其他 8 个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由过渡阶段进入协调发展阶段，高质量

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逐步实现良性互动。重庆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指数发展阶段滞后，由失调阶段向过渡阶段转变。根据

划分标准，进一步判别各城市系统间耦合协调演变的发展阶段和特征，选取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汇总，

如表 6 所示。研究显示，东部城市总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系统成为主导；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发展特征表现为

生态环境系统滞后型和两系统同步型并存，城市内部高质量发展指数不同程度上大于生态环境指数。中部城市总体步入协调发

展阶段，不同系统交互发展，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绝对优势。西部城市由失调向协调发展转变，发展特征分别表现为高质量发展

系统滞后型和两系统同步型，但从具体数值可以看出，西部中心城市内部生态环境系统占据主导地位，高质量发展指数偏低。 

2.4空间格局演进 

表 6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发展阶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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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2012年 2015年 2018年 

阶段 特征(U1-U2) 阶段 特征(U1-U2) 阶段 特征(U1-U2) 

北

京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094)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095) 

中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589) 

天

津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770) 

初级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1004)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724) 

上

海 

勉强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3037) 

勉强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3013) 

初级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3402) 

广

州 

初级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1640) 

中级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1816) 

中级耦合协

调 
生态环境滞后型(0.1742) 

武

汉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167)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232)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294) 

郑

州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303)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445)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451) 

重

庆 
轻度失调 

高质量发展滞后型

(-0.5002) 
濒临失调 

高质量发展滞后型

(-0.4521) 

勉强耦合协

调 

高质量发展滞后型

(-0.4308) 

西

安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437)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728)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003) 

成

都 

勉强耦合协

调 
同步型(-0.1093)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829) 

初级耦合协

调 
同步型(-0.0377) 

 

9个国家中心城市北起北京，南至广州，东部城市依托东南沿海分布，中西部城市主要以长江黄河所辖区域为中轴，形成南

北—东西带状分布。为进一步比较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演进情况，分别选取 2012

年、2015年、2018年的评价指数得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高质量发展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在

截面上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在趋势上表现出相似的演进过程。 

(1)从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图 4)来看，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广州、上海、北京均属于东部沿海城市，研究期间

一直处于前 3 名的位置；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以中西部城市为主，贯穿两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部

高—中西部低”的态势。从发展趋势变化而言，空间布局没有发生扭转性变化，但相对差距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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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结果 

(2)从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指数(图 5)来看，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城市整体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中、东部在不同年份

的排位发生一定的变化。2012年，生态环境发展布局表现为“西部高—中东部低”的特点；2015—2018年，生态环境发展呈现

西部城市携南北两翼向中东部推进的发展梯次，空间布局呈现“西南北三面高—中东部低”的特点。 

 

图 5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指数评价结果 

(3)从国家中心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图 6)来看，各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且在研究期间均呈现普遍提升的态势。2012

年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广州、北京分别位于南北两翼，耦合度最低的重庆、上海则处在东西两侧；

2015年和 2018年，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延续这一空间分布，但各地的差距明显缩小，东部城市上海、西部城市重庆以及中部城市

郑州、武汉等城市耦合协调度快速提升弱化了原有的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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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 

根据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广州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评分最高，从发展阶

段看率先进入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其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一直稳居各城市子系统前列。重庆的耦合协调度指数最低，

但 2017年也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其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在各子系统中的排位分列第 9位和第 1位，差距悬殊导

致协调发展水平不高；出现类似情况的城市还包括上海，其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发展特征和趋势

看，经济社会率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城市以高质量发展系统占优，但受到生态环境的压力和制约；西部城市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具

有优势，但经济社会发展是短板；中部城市双系统发展水平居中，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空间分异特征

呈现日益消弭态势，各城市子系统的短板正在逐渐补齐。 

3 结论与展望 

(1)国家中心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指数以及系统内部人口、经济、社会、空间 4个子系统方面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城乡一体

化子系统发展水平不高。总体而言，广州的高质量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各城市首位，优势地位较为明显，其多个子系统均名列前

茅，保持相对均衡稳定的发展态势；重庆高质量发展指数则位于各城市末位，与其他城市差距明显。其余 7 个城市中，北京、

上海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天津、武汉、郑州、西安、成都均低于平均水平。高质量发展指数在空间布局上表现

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态势。 

(2)国家中心城市生态环境指数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但并不明显。其中，子系统禀赋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但压力

指数、保护指数差别不大。整体来看，重庆的生态环境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各城市，得益于重庆良好的资源禀赋条件；上海的生

态环境指数最低，与其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高水平形成反差。其他城市中，北京、广州、成都的生态环境指数高于平均水平，天

津、武汉、郑州、西安低于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指数的空间布局由期初的“西部高—中东部低”，演变为西部城市携南北两翼

向中东部推进的发展梯次。 

(3)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步向协调阶段迈进的态势，研究期末除重庆处于过渡阶段外，

其他城市全部进入协调发展阶段，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弱化趋势。总体而言，东部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优于生态环境系统，属于

生态环境滞后型。中部城市两系统交互发展，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绝对优势。西部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优于高质量发展系统，属于

高质量发展系统滞后型。期初，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广州、北京分别位于南北两翼，耦合协调度

最低的重庆、上海则处在东西两侧，空间分异特征未发生改变，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本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 2012—2018年 9个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和

空间格局演进趋势，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各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及协调发展情况，为国家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

核心职能，率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难题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也为扩展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具

有积极的实践和研究价值。研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并具有区域空间

分异特征，两系统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良性互动向协调阶段迈进，但与高水平的协调健康发展仍有差距。各城市要充分利用

国家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开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契机，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引擎带动作用，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引

领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和质量，因地制宜补齐短板，提升区域

整体城镇化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生态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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